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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媒介的建構與影響

張耀銘

［提　 要］ 古登堡是活字印刷術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其發明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找到了鑄

造活字的合金材料，二是發明了手鑄工具，三是改進了印刷油墨，四是發明了機械印刷機。 把所有

這些技術納入一個統一、完整、可以連續工作的印刷生產系統，不僅發掘了以機械為基礎設計分工

流程的潛力，而且預示着將機器（壓床）用於工業化複製生產的趨勢。 印刷術確立了一種“新的尺

度”，既是指人生產方式的變化，也是指人際關係的變化。 印刷媒介建構了信息或知識載體的多元

化、分工的專業化、印刷的標準化、知識產權化和傳播大眾化，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近代社會管理的制

度化和規範化。 印刷媒介在不斷變化與進步中，成為文藝復興的新興媒介、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
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科學革命的強大槓桿，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造就了一個印刷文明，具
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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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類傳播史大體經歷了口語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電子媒介和數字媒介五次革命，每一次

媒介革命都把人類文明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口語媒介是以人類口頭語言形式實現人際傳播的

語言媒介，這種大腦、頭蓋骨、舌頭和喉嚨等多器官的進化融合，使人類的表達得到了很大的解放。
文字媒介把語詞訴諸可見表達之後，有助於人類形成邏輯思考和視覺審美，改變人類意識的力量勝

過了其他一切發明。 印刷媒介是通過印刷複製手段在紙張上傳播文字信息的傳播媒介，其形態有

書籍、期刊、報紙、傳單、海報等印刷品。 正如加拿大傳媒學家麥克盧漢所說，“鉛字是所有機器的

雛形，保證了視覺偏向的主導地位，宣告了部落人的終結。 線性、劃一、可重複的鉛字，以匪夷所思

的速度複製了大量信息，保證了眼睛在人類感官系統中的絕對支配地位。”①

（一）中國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

中國最早的雕版印刷術“肇自隋時”，距今已有 1,400 多年歷史。 到了唐朝，雕版印刷“不僅在

統治者之間已有應用，在市民階層也將其作為一種傳播文化的工具，印韻書、刻曆本、雕印經卷以至

於雕印學生用書。”②現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的唐咸通九年（868 年）印製的《金剛經》，是現存具有

確切年代題記的最早的雕印版畫。 印刷術的發明，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 “中國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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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印、肖形印、青銅器活字範、拓印等技術的相繼發明，為印刷術的最終產生鋪平了道路。”③宋仁

宗慶曆年間（1041─1048），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從而實現了雕版印刷術的質的突破，成為

世界印刷史上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第一人。 北宋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中有較詳

細的記載：“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版。 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子為一印，火燒令堅。
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 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

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 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

本，則極為神速。 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 更互用之，瞬
息可就。”④從《夢溪筆談》可以看出，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過程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嘗試用木

活字印刷，由於木理有疏密，沾水易變形，所以改弦更張。 第二階段，發明泥活字印刷術。 泥活字印

刷術基本包括了活字印刷的製字、置範、排版、固版、印刷、拆版、貯字、效率等整個工藝流程，成為後

世採用和改進木活字印刷術、泥活字印刷術、銅（錫）活字印刷術的源頭。⑤

西夏是中國歷史上由黨項人在中國西北部建立的朝代，深受漢文化的影響。 黑水城遺址出土

的文物中有西夏木雕版六塊，現藏俄羅斯聖彼得堡愛爾米塔什博物館。 其中四塊是西夏文字雕版，
推斷為 12 世紀遺物。⑥2005 年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賀蘭山東麓山嘴溝石窟，發現了一批西夏

文獻，其中有《妙法蓮華經要集義鏡疏》活字印本，顯示出泥活字印刷的特點。 1991 年從寧夏拜寺

溝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九冊，是現知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刷

品。⑦這些出土西夏文獻，以“實物歷史記憶”的形式維護了中國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地位，並把元代

農學家王禎發明木活字印刷術的時間提前一個多世紀。 民族史學家史金波認為，“西夏使用活字

時間大約在 12 世紀中葉至 13 世紀初，從使用時間上填充了中國印刷術西傳中兩個世紀的過渡時

期，從地域上由中原地區向西推進了約 2,000 多公里。”⑧回鶻文是 8 世紀左右漠北回鶻根據中亞粟

特文字母而創製的一種文字，用以書寫回鶻語言。 自 1908 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首次發現，至 1995

年敦煌研究院對北區長達數年的考古結束，前後四次在敦煌莫高窟發現回鶻文木活字 1,152 枚，除
敦煌研究院收藏 54 枚之外，大多數分別收藏於法國、俄國、美國及日本，這是當今世界上現存最早

的活字印刷實物，所處時代大約推定在 12 世紀末到 13 世紀上半葉之間。 這些回鶻文木活字“與西

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顯區別。 它屬於‘中介類型’的活字。 從而使我們似乎找到了

宋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向西方傳播中缺失的一環。”⑨考察文化遺產、文獻記載與印刷實踐，
大致可以梳理出印刷術在中國發明與發展歷史的演進歷程，也足以證明活字印刷術起源於中國。

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後來又經歷了幾次大的台階式提升：“一是元代旌德縣令王禎發明轉

輪撿字法，部分解決了撿字困難問題；二是元代紙幣印刷以雕版印刷為主體，印製過程中也經常採

用‘紙幣植字’的活字字模印刷技術；三是元代紙幣印刷採用套色拼板技術，該技術進一步發展成

為‘餖版技術’；四是元明之間金屬活字技術被發明，特別是銅錫合金的活字技術日趨成熟，合金活

字的發明基本解決了活字字模的強度問題；五是金屬活字字模為排列整齊及防止受力晃動而採用

了‘鐵線固字’技術。”⑩清康熙末年為印製《古今圖書集成》，朝廷採用了銅活字排印。 1773 年乾隆

皇帝採納總管內府大臣兼武英殿修書處事金簡建議，用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這是

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印書活動，標誌着木活字技術得到皇家的認可。
（二）德國“古登堡活字印刷術”的誕生

關於歐洲活字印刷術的誕生，學術界有多種說法，如“歐洲活字印刷術的出現”、“古登堡革

命”、“古登堡機器印刷術”和古登堡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西式活字印刷術”、“近代印刷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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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謂眾說紛紜，但對其內涵與外延、建構與影響卻闡釋不夠。 筆者贊同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
加以概括，以突出古登堡發明的獨特性、系統性、先進性和時代性。

公元 1450 年，德國“古登堡活字印刷術”誕生，標誌着機械化、分工化、批量化的書籍生產方式

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古登堡發明的核心技術和制度安排在於，工藝設計、機械構造和分工

合作相結合，重構活字印刷術。 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找到了鑄造活字的合金材料。
古登堡根據生產印模時積累的鑄造經驗，找到了理想的合金，成分為鉛、錫和銻，銻熔點低、熱縮冷

脹，可以幫助鑄件增強硬度與耐磨性。 第二，發明手鑄工具。 古登堡發明了模堂和陰模配合使用的

手鑄工具，為快速高效地量產活字提供了解決方案。 即將一個方形單字陰模放入兩件式的模膛當

中，通過開口注入金屬，待冷卻後取出。 需要什麽字母，就更換相應的陰模，如此就可以生產任意數

量的大小一致的活字。 第三，改進印刷油墨。 古登堡“用清漆、燈灰和蛋清調配印刷油墨”，可以

均勻塗抹，快速乾燥，而且不會穿透雙面印刷的頁面。 “從油畫中使用油墨延伸到在印刷中使用油

墨”，這是其他地方不曾用過的方法。第四，發明機械印刷機。 將機械與方法、技術與工藝相結合

進行思考，通過發明對書籍生產方式進行革新並以此致富，貫穿於古登堡的不斷追求之中。 古登堡

借鑒歐洲葡萄酒壓榨器的形式，將其基本原理轉化為高效迅速的印刷裝置。 印刷機由兩根堅固的

立柱組成，它們之間連接有若干橫向支撐木。 一根螺旋桿垂直穿過橫向支撐木，通過扳動印刷機手

柄，螺旋桿可以上下移動。 螺旋桿的下端是壓板。 完成排字的印刷模板被直接放到壓板下。 用皮

墨球為印刷模板塗上顔色，放上一張濕潤的紙張，當壓板精確而均勻地向印刷模板施加壓力，字體

便印在紙面上。 此前印刷機只能印刷單面，而古登堡發明的機械印刷機可以實現雙面印刷，大大提

高了印刷質量和效率。 由此，“古登堡不僅創造了全新的行業、全新的職業以及創新的工藝，同時

他也成功地應用了自己發明的工藝。”

中國畢昇發明的膠泥活字印刷術，比德國“古登堡活字印刷術”早 400 年，後者是否受到中國

印刷術影響尚存爭議。 儘管畢昇的發明後來代有改進，先後出現過木活字、錫活字、銅活字等，但始

終無法得到廣泛推廣，雕版印刷術一直佔據着中國書籍印刷的主流地位。 反觀“古登堡活字印刷

術”在歐洲過去的五百多年裡，不僅建構了印刷媒介，帶來了人類知識傳播方式、傳播時空範疇和

閱讀社會屬性的改變，而且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教育變革和科學革命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的推

動作用。 從“古登堡活字印刷術”之後，歐洲和東方開始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場景。 古登堡的發明到

底延伸了人的何種感官尺度？ 到底建構了什麽樣的印刷媒介？ 到底怎樣塑造了今日世界並改變了

人類的存在方式和思想觀念？ 本文力求就這些話題做些探討。

二、印刷術確立的“新的尺度”

麥克盧漢認為，“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於新的尺度產生

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物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這

種尺度，代表着具有分析推理能力的一種新思維方式的出現，也可以看作是人的聽覺感官向視覺感

官的一種延伸。 這種尺度，代表着個人主義成為一種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條件。 印刷媒介作為

一種技術工具，可以提高印刷品的生產效率，進而加速人類知識的生產和迭代。 印刷媒介作為一種

“人際關係”，它打破了上層社會對信息和知識的壟斷，實現了知識的世俗化和多元化，根本上改變

了原有的人類信息傳播方式、傳播時空範疇和人類信息存儲。 印刷媒介成為世界主導媒介的過程，
必然導致社會文化的震動和變遷，也正如伊尼斯所說：“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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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

（一）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起飛

用黑格爾的名句來比喻“古登堡活字印刷術”，意在說明它不僅誕生於歐洲中世紀的黃昏時

期，而且開啟了西方印刷文明的黎明。
第一，時代需要。 14 ~ 15 世紀德國相繼建立了海德堡大學、萊比錫大學、佛萊堡大學等一批著

名的高等學府，成為浪漫與人文主義思潮的象徵，吸引了很多外來青年前來學習與深造。 教授需要

文本和工具書，方能授課；學生需要快速複製的課本和攜帶方便的參考書，日見殷切。 教育賦能、商
業發展、城市興起，孕育了更多有閱讀和文化需求的人群，不同的階層和新興市民群體開始發出渴

求知識的呼聲，要求打破知識為教會和精英階層所壟斷的局面。 傳統低效且昂貴的手抄本書籍生

產方式已經無法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中世紀晚期的德國極其符合這個要求，是一個渴望擁有發明

的社會，一個變革中的社會。 “古登堡活字印刷”正是順應了時代需求應運而生，在黃昏降臨的時

候才開始起飛……
不過，何地才是歐洲活字印刷術的發軔地，幾百年來一直爭論不休。 1561 年人文主義者范祖

倫與庫爾赫就宣稱，荷蘭哈勒姆才應該享有印刷術搖籃的榮銜。 英國作家赫·喬·威爾斯在 1920

年出版的《世界史綱》中，也認為“這樣一種光榮是屬於荷蘭的。 在 1446 年前的某一個時候就有一

個叫科斯特爾的人在哈勒姆用活字版進行印刷了。 與此同時約翰·古登堡也在美因茲從事印

刷。”此外，威尼斯醫生斯塔爾迪用大號木活字印刷過一些大型對折本、布拉格銀匠華沃高用“人
工摹字”技術製造出金屬古拉丁文字組等，他們都想找出最佳途徑，藉以複製文字。 只不過荷蘭有

印本，無文獻記載；意大利既無實物，也無文獻記述。 只有古登堡發明的機械活字印刷術，既有最早

的印本留存，也有文獻記載。 因此，古登堡被被認為是歐洲活字印刷術的先驅者。 正如《巴黎聖母

院》第五卷第一章所說：“大的可以被小的打敗，建築物也能被書摧毀！”從此，印刷書籍取代了古老

哥特式建築成為德國的標誌，那個光輝的太陽在美因茨巨大的印刷機背後落山了。
第二，技術進步。 造紙術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紙的輕柔便攜、價格低廉，極大地降低

了知識傳播的成本，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 1990 年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西漢武帝、昭帝

時期的字紙，把中國造紙術發明的時間提前了一百多年。 東漢時期蔡倫對造紙方法進行了革新，開
創了搗漿造紙時期。 一是“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解決了造紙原料問題；二是發明了

石臼“舂紙”的搗漿造紙法，標誌着蔡侯紙進入批量性的社會化生產，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據

考證，到 12 世紀中國發明的紙張已經由阿拉伯人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此後法國、德國、瑞士、荷
蘭、英國等歐洲國家陸續掌握了造紙術。 姜亮夫先生認為，紙是從敦煌經吐魯番，過撒馬爾罕，再經

波斯傳入歐洲的。歐洲製造的首批紙張出現在 12 世紀的西班牙及 13 世紀末的意大利。 “但在引

入歐洲三個世紀之後，歐洲人依然不知道中國人早巳開始使用造紙術。”由於紙的廣泛應用，刺激

了印刷術的進步，為古登堡的發明提供了絕佳的承印載體。
13 世紀末，中國雕版印刷術傳入德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 現存最早且有年代可考的歐洲木刻

版宗教畫是印刷於 1423 年的“聖克里斯托夫及耶穌像”，圖的左下角出現了來自中國的水車。 從

技術發展進程看，15 世紀可以說是歐洲的“印刷術世紀”，書籍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都是這個時

期的產物。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誕生的前後，歐洲各地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點

上，都有類似的探索。 技術源於人類生存和進化的需要，並不一定都出自同一淵源，直線式地前後

傳承。 也並不意味着，先發現的就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感與技術上的先進性。 正如威爾·杜蘭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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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沒有古登堡，活字印刷術也會由別人發明，因為“這是由於時代需要所促成”的。

第三，個人素養。 古登堡出生於德國美因茨一個鑄幣世家，從小耳濡目染，掌握了一些金匠技

術。 古登堡在埃爾福特大學求學期間，受益於“奧卡姆的刺刀”影響，形成了化繁就簡的思維模式。
這種思維模式，也為他以後的實驗創新奠定了基礎。 大學畢業後，古登堡先在法國斯特拉斯堡開啟

了自己的生意，後到荷蘭、瑞士、意大利等地遊歷考察。 在近 20 年的時間裡，他秘密實驗三種技術

工藝：寶石的磨光法、“朝聖鏡”的量產法以及與印刷有關的工藝實驗。 但不同於同行的是，古登堡

採用了機械方法進行量產，加上分工式的生產方式，從而降低了成本，還提高了品質。 這更像是一

個創新觀念，走向專利模型的錘煉過程。
德國學者克勞斯─呂迪格·馬伊在深入研究 15 世紀大量信件以及古登堡傳記等作品之後，認

為古登堡在埃爾福特時就已經接觸到了發明印刷術的重要前提：第一，將紙張用作存儲載體；第二，
與字體和字母打交道；第三，在技術方面參與製作書籍；第四，了解分工式生產；第五，了解銷售市

場；第六，了解書籍貿易的組織結構；第七，掌握拉丁語；第八，通過學習奧卡姆的哲學和現代路線掌

握了必要的思想前提。用機械方式取代手工作業是一項巨大的挑戰，需要堅定的信念和鼓舞並引

導他人的能力。 古登堡不是躲進閣樓苦思冥想搞發明的獨行俠，他熱衷於建立印刷工場和創建團

隊，召集經驗豐富的金匠漢斯·內丁製造陰陽模具、車工康拉德·薩斯帕赫製造壓床和印刷機、彼
得·舍費爾負責版面設計和排字技術，並培養開模工、鑄造工、排字工和印刷師。 他找到約翰內斯

·福斯特等投資人合作，既分擔生產成本也共享銷售盈利。 古登堡集工藝、技術、發明和投資人的

身份於一身，逐一解決了難題，最終完成了一系列發明。 引領古登堡走向活字印刷術發明的嚮導，
是他對機械的興趣和設計分工流程的能力，還有將機械工具用於工業化複製生產的夢想。 正是因

為古登堡具有這樣的個人素養，才使他的發明更具機械效率和商業價值，最容易被世俗社會接受，
並很快在歐洲得到推廣。

（二）印刷書“普遍於全歐”
1452 年古登堡用活字排印了《四十二行聖經》，這是“古登堡活字印刷術”的標誌。 古登堡把

這個作品視為所有書籍的原型，因此在藝術結構、紋飾、版面規格、字體、排版和插圖上樹立了象徵

所有書籍的真正尺度標準。 這套聖經每版兩頁，雙面印刷，共 1,282 頁，需要 290 個陰模，7,800 個活

字的儲備。 因每頁兩欄，每欄均為 42 行，故名《四十二行聖經》。 版面四周有用木版刻印的花草圖

案，被譽為集木版與活字印刷技術於一體的珍本。 《四十二行聖經》甫一誕生，便沸騰了整個萊茵

河谷，很快預售告罄。 但回款緩慢，導致資金鏈斷裂，古登堡陷入官司。 最終法庭判決古登堡敗訴，
其印刷工場、設備連同工匠都判給了投資人福斯特。 福斯特與舍費爾重鑄字模、改良工序、雙色印

製了《美因茨聖詠集》，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古登堡活字印刷術”。 15 世紀 60 年代福斯特的印刷

工場在戰火中被毀，印刷工匠流落到德國各地，並將古登堡的發明傳播到了歐洲各地。
1476 年卡克斯頓將印刷技術引入英國，因此他被稱為英國的“圖書印刷出版業之父”。 他用英

語代替拉丁語印刷出版書籍，對英語的拼寫形式、詞匯和文體進行了一定規範，倫敦方言逐漸壓倒

其他方言而成為英國的“標準英語”。 “通過印刷術這個中介，以標準英語印刷的各種政令和法案

能夠及時有效地傳播到全國，這反過來又促進了民族國家的建構，加強了民眾的民族身份認同。”

在卡克斯頓印刷的 74 部英語書籍中，其中 22 部是他本人翻譯，有不少著作的前言或後記是他撰寫

的。 1481 年印刷的《塞勒姆禮拜書》中附了一張印刷廣告，推銷根據索爾茲伯里所用曆法編印的曆

書，開風氣之先。 “截至 1480 年，西歐各地擁有印刷機的城鎮，超過 110 個；其中意大利約佔了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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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德國約 20 個，瑞士 5 個，波西米亞 2 個，法國 9 個，荷蘭 8 個，比利時 5 個，西班牙 8 個，波蘭 1

個，英格蘭 4 個。 從那時起，印刷書的使用，才算的上是‘普遍於全歐’。”

16 世紀德國的印刷機因堅固性不夠，很快被里昂、佛萊芒生產的印刷機取代。 當時一套印刷

機的工作，由兩個排字工、一個校對者、兩個印刷機操作工和一個專司雜務的學徒共同承擔。 每天

印刷機操作工工作 12 ~ 16 小時，能夠印刷 2,500 ~ 3,500 張紙（單面），平均每張紙所用時間為 15 ~ 20

秒。整個 16 世紀，歐洲共印製出版圖書約 20 萬種、近 2 億冊，其中德國為 4.5 萬種居第一位，其後

依次是法國 3.8 萬種、英國 2.6 萬種、意大利 1.5 萬種。16 世紀前半葉開始，印刷業先是致力於出版

拉丁文書籍，而後是希臘文書籍，其後希伯來文著述也出現於歐洲各地。 當時的許多人文主義學

者，立志成為同時通曉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希伯來文的“古語三通”，令人嘆為觀止。
（三）印刷媒介的視覺延伸

報刊是報紙和期刊（雜誌）的合稱，是近現代社會非常重要的印刷媒介和傳播載體。 哈貝馬斯

把歐洲新聞傳播歷史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小型手抄行業為組織形式的私人通信系統階段；二是以

思想傳播為主的個人新聞寫作階段；三是 19 世紀 30 年代從“傳播信念的報刊業向商業報刊業的轉

變”階段。16 世紀意大利港口城市威尼斯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那裡的商人和手工業者急需了解

原料產地、商業行情、航船行期、宗教信息、政局變化等情況，於是《威尼斯新聞》等手抄小報應運而

生。 此外西班牙、德國、英國等地，還有“真實的新聞”、“可靠的報道”等“新聞書”不定期出版。 英

國大英博物館收藏的 1611 年的《西班牙新聞》、1625 年的《德國新聞》和《英國新聞》等，就屬於這

類新聞書。 當時四處兜售消息的是一些印刷商、郵遞員或者貨物推銷員，他們在從事主業的同時，
將傳播新聞消息作為一種附帶的業務。

17 世紀初期，周刊（周報）和日報開始在歐洲一些國家出現，並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佔據了人類

新聞傳播的主流，如 1615 年德國人創辦的《法蘭克福新聞》、1621 年出版的英國《每周新聞》、1631

年出版的法國《各地新聞》周刊等。 1660 年德國的《萊比錫新聞》周刊改為書本形式的日刊，成為

世界上第一份日報。 1702 年英國倫敦出版的《每日新聞》，每日出版，四開小張，一版兩欄，雙面印

刷，標誌着近代新聞事業的正式誕生。
17 世紀中後期，以傳播知識為主，摘要介紹學術進展與新書的期刊在歐洲出現。 1665 年 1 月

5 日創辦於巴黎的《學者雜誌》為世界上第一本綜合性學術期刊，1665 年 3 月 6 日創辦於倫敦的

《哲學彙刊》為世界上第一本純粹的科技學術期刊。 1731 年 1 月愛德華·凱夫在英國創辦《紳士雜

誌》，是第一份自稱為“雜誌”（意思為倉儲）的出版物，到 1744 年這本雜誌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一

萬份。 當時最主要的學者和批評家塞繆爾·約翰遜教授成為首席記者、作家和編輯者，並撰寫了大

量的文章、傳記和文學珍聞。 英國雜誌在社會各階層人群中獲得的認可和成功，激勵美國的先行者

嘗試創辦相同性質的美國雜誌。 1741 年 1 月美國的第一批期刊《大眾雜誌和歷史紀事———給美國

所有的英國種植園》、《美國期刊》、《英國殖民主義政治地位每月觀察》，在費城三天內相繼問世，導
致創辦人本傑明·富蘭克林和安德魯·布拉德福德發生激烈競爭。 不過在 1741 年到 1800 年間出

版的雜誌，沒有一份壽命超過 18 個月。 18 世紀的雜誌與報紙的界限不清，雜誌往往稱“報”，而報

紙也常常使用雜誌的書本形式。 雜誌的版面較小，頁碼較少，字體單調，拼寫隨意，色調灰暗，紙張

粗糙，沒有裝飾。 1774 年賽亞·托馬斯在波士頓創辦《美國皇家雜誌》，15 期總共刊登了 22 幅雕

版畫，成為第一份定期使用圖案的雜誌。 不過大多數出版商因為版面製作困難，成本太高，雜誌的

外觀仍停留在實用性的表面。 但雜誌作為印刷媒介的延伸，其形式的多樣性、內容的豐富性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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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性，令世人充滿了期待。
（四）印刷媒介的“社會制度化”
16~18 世紀的 200 年間，隨着印刷技術的不斷進步、印刷業的快速發展，印刷媒介在不斷延伸並

擴大傳播方式，導致西方社會機制從集權主義媒介模式向自由主義媒介模式過渡的方向調整。 這被

德國學者魯道夫·司徒博稱之為媒介的“社會制度化”過程，並認為這一過程從根本上改變了媒介。
印刷媒介誕生之初，曾受到教會和王權的支持，並將其作為一種新的技術加以推廣和利用。 但

很快改變了態度和做法，將其列入意識形態的範疇加以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1501 年羅馬教皇亞歷

山大六世下令，未經教會檢查，不得印行書刊。 1512 年拉特蘭的宗教會議批准對印刷品採取事先

檢查制度，明令各地建立檢查機構，開始系統發布禁書目錄。 1543 年羅馬天主教廷規定所有圖書

的書名頁需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許可”。 16 世紀法國與德國的統治者“不僅試圖全面掌控‘特定

作品的專印權，應授予何人’的裁量權，更設法將這種授權之權，轉化為進一步監控印刷舖書籍生

產的機制。”1644 年英國政論家彌爾頓在向英國國會提出的《論出版自由》演說辭中，廣證博引，
振聾發聵，歷數出版控制的危害，陳說出版自由的益處，對當局頒布《印刷管理條例》鉗制言論自由

的做法進行了猛烈抨擊，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1695 年英國廢止許可法，實行出版登記制，標誌

着英國出版前審查制度的終結。 “言論自由思潮的流行則結束了出版審查，成為現代版權得以誕

生的最終推動力。”1710 年英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法》（《為鼓勵知識創作而

授予作者及購買者在一定時期內就其已印刷圖書的複製件的權利的法》)，它明確了印刷出版者或

書商與作者各自應享有的不同專有權，以鼓勵有學問、有知識的人寫作、出版有益的作品。 作者擁

有圖書的出版權利，這無疑是近代早期知識產權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進步。 總之，“西方印刷媒介

的內容監管，既有政府的行政調控，也有立法監管，還有經濟控制和官方主導的行業監管。 儘管並

沒有共時存在，但它們各自作為歷史上一套曾經行之有效的內容管制政策法規體系為現代新聞出

版業提供了不少的參照和借鑒。”

三、印刷媒介建構的標準和秩序

印刷媒介促成了歐洲新舊媒介的交替、轉換，深刻改變了媒介的存在形態，一個全新的環境被

創造出來了，使人類跨入了以印刷文本為基礎的“印刷時代”。 人類書寫的文化內容通過印刷書

籍、報紙、期刊等形式呈現出來，印刷媒介的出版標準和傳播秩序必然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必然

會塑造和影響人類的思想和行為。
（一）形式多樣化

早期的印刷媒介，除書籍之外，還有免罪符、日曆、海報招貼、歌謠等形式的印刷物，工藝簡單，
難以保存。 隨着印刷媒介形式的多樣化發展，大致分為不定期與定期兩種出版物種類。 不定期出

版物形式以書籍、小冊子、地圖、課本、圖片等為主，通過訴諸文字和圖片的形式，將口頭文化轉化為

文字文化，使其精準記錄、長久保存。 定期出版物形式包括報紙、期刊和年鑒等，具有統一題名、印
有編號或年月順序號、定期在無限期內連續出版、發行。

書籍是最早大批量生產的商品，隨着讀者對“新聞”的需求不斷增加，報紙、期刊等媒介也加入

了商品化的市場潮流。 報紙凡每周出版 4 次以上的為日報，不足 4 次的為非日報。 日報的產生，使
採訪、編輯、校對、印刷、發行整個流程變得更為複雜而繁重，於是出現了分工協作。 真正純粹意義

上的記者這一職業，應運而生。 期刊一般有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雙月刊、季刊，部分期刊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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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間通信交流的產物發展成專業期刊。 年鑒匯輯一年內的重要時事、文獻和統計資料，為按年度

連續出版的工具書。 法國人達蓋爾發明照相術後，照片逐步被應用到書籍、報刊中，使印刷的品質

有了根本的飛躍。 1812 年德國柯尼希製成第一台圓壓平凸版印刷機，1847 年美國霍伊發明輪轉印

刷機。 在新技術的驅動下，出版社、報社、雜誌社、書店、圖書館、報攤等大量湧現，形式多樣化的書

籍、報紙、期刊等大規模出版發行，印刷媒介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二）分工專業化

歐洲早期的印刷工匠和小作坊，通常自己刻製沖子、壓字模、鑄造活字。 大的印刷商實力雄厚，
便承擔了鑄造者、印刷者、出版商、販書商這一切活動，也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財力。 文藝復興時期

的法國人文主義者，兼學者、印刷商和出版商三職之士燦若群星，他們使法國佔據了歐洲圖書生產

的領袖地位。 16 世紀早期開始，鑄字成了一門相對獨立的行業，在德國被少數大的印刷商壟斷，在
法國則由一小群雕刻匠從事，其中不乏一些名人。 陽文字範的數量增加，哥特體的衰落，羅馬體的

崛起，亦助長了分工的合理化。 販書商從印刷商那裡購買書籍往返於城鎮之間到處販售，導致圖書

的印刷出版業很快與圖書銷售業形成了行業之間的分工。
16 世紀開始，印刷商和出版商開始要求作家們編輯、翻譯甚至撰寫書籍。 這種新的文化贊助

導致了“職業作家”的興起，其中最著名的當屬伊拉斯謨。 他與出版商保持着良好關係，憑藉印刷

媒介和其本人的才能，在當時成為首席人文主義者，其所享有的國際聲譽也超過了之前所有的學

者。 不過那個時期，一份手稿售出就等於買斷，以後的出版利潤，概與作者無關。 這就導致許多作

家放手一搏，自撰自出，以保利潤。 書商、印刷商十分惱火，運用各種手段打壓“作家私印書”的銷

售，出版社也團結起來要求禁止書籍私印，這就導致作家與書商、印刷商、出版社的矛盾不斷持續。
1710 年英國《安娜法》的頒布，使“圖書的撰寫或翻譯與印刷出版開始分離，圖書出版商的印刷出版

特權與作者版權權利交錯重疊的現象得以澄清。 印刷出版商與作者之間形成的契約關係也得以明

確。 版權法首次把作者看成是圖書作品的主要生產者和主體。”這也意味著作家已經掙脫長期桎

梏，不再仰仗私人幫助和國家供養，有權支配自己的智能財產。 同時個體成為作者，個人獲得的著

作權保障了其作為作者的身份。
（三）印刷標準化

印刷書籍出現之前，歐洲通行的手寫體主要有四種類型：一是教會法典手冊常用的經本字體，
為字體較大、豎線直的哥特體；二是衍生自總理官署的手寫體，為哥特“異”體，多用於敘事文本；三
是學術文本使用的哥特體，為傳統的“粗黑體”，是神學家與大學教授的最愛；四是人文體或羅馬

體，是人文主義者的仿古之作，出現順序最晚，後來成為印刷書最常用的字體。來自美因茨的第一

代印刷師康納德·施溫海姆和阿諾德·潘納茨，1464 年把古登堡的發明帶到了意大利，初期使用

哥特字體。 由於意大利人對這種字體不抱好感，他們迅速做出調整，採用源自人文主義小寫體的襯

線字體印刷。 30 年後，以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為代表的意大利第二代印刷師進一步優化為“本
博體”，使襯線體字形更顯得文雅。 本博體字形“第一次明確地對語法、拼寫法以及系統區分大小

寫字母等語言學法則作出了規定。”16 世紀 30 年代起，法國出現了“法式文藝復興襯線體”，並逐

步推向整個歐洲，成為最具優勢的書籍印刷字體，並一直持續影響到啟蒙運動。
在歐洲近代早期，印刷書籍在裝幀形式上逐漸走向標準化。 “小開本”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

書籍裝幀的獨創形式，這種口袋本的書籍，袖珍尺寸，價格便宜，便於攜帶。 “小冊子”當時“滿天

飛”，且為“眾人所愛”。 英國當代學者喬德·雷蒙德甚至認為，“英國 17 世紀中葉的革命年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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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程度上，可以被定義為小冊子或在公開辯論中廣泛使用小冊子的時代。”“印刷書籍”結合新

的印刷工藝，呈現出裝幀多樣化趨勢。 “對字體、插圖、版面布局、裝幀形式等書籍基本要素進行了

創新和改良，奠定了現代書籍設計的基本風貌和規範。”

15 世紀末歐洲的印刷商開始採用“書末題署”，不僅記錄書的印刷時間和地點，而且還有宣傳

自己印刷能力的廣告作用。 1501 年威尼斯出版 Statius ，該書封頁上畫有海豚和錨，之後是大寫的

書名頁，再後是前言。 書名頁的這種排列方式被歐洲的印刷商們爭相效仿，他們在書籍的圖形設

計、版面編排、紋樣雕刻上費盡心思，使書籍裝飾變得更為精緻細膩，並在書名頁印上自己的印刷標

誌。 正式書名頁的出現大約在 1520 年以後，“書名頁”取代了“書末題署”的功能，開始記載書籍的

印刷、出版等信息。從古登堡的聖經到狄德羅的百科全書，歷經三個世紀的發展，書籍的書名頁、
牌記、印刷鋪記等成為不可或缺的信息，並在 18 世紀形成了一套相對標準的規範：印刷書的行距放

寬、字體變大、開本變小，封面、扉頁、封底、前言、後記開始出現，印刷商、印刷地、印刷時間也開始標

註，特別是目錄、旁批、腳註、索引、插圖這些“副文本”的編製，不僅形成了規範化的表述方式，而且

使書籍更具正式、準確和權威的意蘊，有了彙集、交融知識以及推動新知識生成的優勢。
（四）知識產權化

知識產權是指法律賦予人們對其智力成果享有專門利用的權利，主要有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

權等。 1623 年英國頒布《壟斷法案》，賦予新產品的發明人專利與特權以合法地位。 同時規定了合

法的發明壟斷專利的條件：1）、發明專利的主體限於新產品的第一個真正的發明人；2）、專利的客

體要求是尚未出現過的新產品；3）、專利權力內容是在國內獨佔性運用或實施該新產品的生產方

法；4）、權力的期限為授權之日起 14 年或以下；5）、權利的限制包括：不得違反法律，不得提高國內

商品價格以損害國家，不得破壞貿易，不得給民眾造成不便。 國內外許多學者將這部《壟斷法案》，
稱為“現代專利法之始”。

1662 年英國議會通過《許可證法案》，規定此後任何圖書及小冊子，“須由委任發放許可證者合

法地許可或授權印刷”。 該法案不僅鞏固了圖書出版商公司的法律地位，而且還強化了許可證管

理制度，從而形成了集中的圖書審查制。 1710 年《安娜法》生效，在世界範圍內第一次規定了作者

享有的權利和版權保護的期限。 1852 年英國制定了“文本上”的專利法，即《專利法修訂法案》，成
立了負責專利授權事項的專利局，最終實現了專利法的現代化。1891 年美國修改了版權法，規定

對一些符合條件的外國作者也給予相應的保護。 經過 400 年的發展，版權法規日益完善，出版業日

益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
（五）傳播大眾化

16 世紀的印刷書籍種類繁多，涉及宗教、歷史、音樂、古典著作等領域，數量雖然有限，但足以

讓識字的人都有機會讀書。 許多被後世捧為“經典” 的作品，就是通過這一時期的印刷活動而顯現

出其重要性的。 17 世紀世俗內容的小本詩歌集和故事書迅速增長，成為面向普通民眾的廉價小冊

子崛起的時代。 18 世紀小說興起帶動了市民閱讀公眾對文學的空前關注，文學類書籍傳播所引發

的世俗化運動向宗教性書籍所佔據的支配性地位發起挑戰。 印刷媒介將知識釋放出了牢籠，為人

類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知識貯存方式，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其重複使用性和閱讀大眾性。 印刷媒介在

過去的五百年裡，以書籍、報紙、期刊等多種形式向人類展示思想智慧的同時，更以超越時空限制的

速度向世界普及知識。 大量低廉的印刷書進入千家萬戶，使其從少數人的奢侈品，變成了大眾閱讀

的盛宴，也娛樂了越來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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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印刷書數量的增長，讀書的門檻越來越低，使得閱讀之風盛行，甚至德國發生了一場“閱
讀革命”。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尼培代認為，這場“閱讀革命”發生在 1800 ~ 1870 年之間。 相關數據

顯示，在 1800 年前後，德國不閱讀者與閱讀者的比例是 3:1；到 1870 年，這個比例則反過來了。 “轉
變的重點是身體、生理行為在讀書中的轉變。 從大聲朗讀到默讀行為成為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

轉變”。具體表現為從閱讀宗教經典書籍到閱讀世俗類書籍的轉變，從公共性的朗讀行為到私人性

的默讀行為轉變，從少數精英人士對書籍精讀到普羅大眾對書籍泛讀的轉變，從男性讀者讀寫為主到

認可女性讀者讀寫轉變。 “‘閱讀革命’與其他領域的‘革命’互為因果、密不可分，推動了德國社會各

階級及階層的文化融合與現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形成，也推動了 19 世紀德國社會的整體現代化。”

四、印刷文明的傳播意義

費夫賀、馬爾坦的《印刷書的誕生》、施泰因伯格的《印刷術五百年》、麥克盧漢的《谷登堡星漢

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愛森斯坦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
等著作，都對“古登堡印刷術”出現後 500 年的社會文化影響給予了較多關注。 英國宗教社會學家

道森認為，一個文明可能涵括深刻而廣泛的文化分化或文化多樣性，人們可以在講法國文化、德國

文化等的同時，不否認它們均屬於一個共同的西方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印刷媒介提供了一種

新的傳播秩序，印刷文化塑造了人類文化的諸多特性，印刷文明在不斷變化與進步中，使各個民族

差異性逐漸減少，推崇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同時鼓勵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必然具有

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
（一）文藝復興傳播的新興媒介

文藝復興是 14 世紀至 17 世紀在意大利興起的思想文化運動，雖然“古登堡印刷術”出現稍

晚，但在文藝復興擴展至歐洲其他地區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印刷媒介作為新興媒介，無疑發揮了重

要的作用。
第一，印刷書取代了手抄本，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知識傳播的主要媒介。 16 世紀出版於巴黎的

書籍超過 2.5 萬種，里昂有大約 1.3 萬種，在德國約有 4.5 萬種，威尼斯有 1.5 萬種，英格蘭僅以英文

印製的就有 2.6 萬種。 這些印刷書，其品種之多，數量之大，令人瞠目。 印刷書在古典文學知識的

傳播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這一時期，許多文學著作被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出版，如莫

爾的《烏托邦》、柏拉圖的《對話錄》、布拉喬利尼的《詼諧集》、基洛姆·德·洛利思的《玫瑰傳奇》、
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談》更出現多個版本。 書籍、小冊子、傳單、論文、諷刺作品組成的洪

流滾滾而來，形成“一個全世界通用的新型藝術形式”。 印刷革命最重要的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接受思

想力量的新型的公眾，誕生了一個新型的人類。只有活字印刷，才具有在國家的尺度上建立公眾所必

需的延伸能量或強度。公共話語這一全新的、對所有人開放的溝通形式，揭開了現代歐洲的序幕。
第二，人文主義者把目光轉向世俗，改變了圖書館館藏以宗教書籍為主的局面。 藏書人的身份

從僧侶、貴族為主轉向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學者和富商等，藏書來源以搜集為主向以購買為主轉

變，藏書的注意力轉向了哲學、語言和古典文學作品，藏書目的由重藏輕用向重視利用變化。 書籍

的商品化使知識祛魅，文字不再是權力的道具。
第三，各種各樣的人文著作如雨後春笋般爭相印刷，促進了人文精神的復興與發展。 如著名的

人文主義思想家伊拉斯謨的《箴言》、《對話》，在半個世紀之間各種版本的印刷總量已達到數十萬

冊。 人文主義作家拉伯雷的作品，在 1553 ~ 1559 年再版了 24 次。 莫爾的《烏托邦》，僅拉丁文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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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世紀就再版了 11 次，這還不包括 12 種法文、4 種德文、3 種英文，以及 3 種意大利文的譯本。 印

刷媒介改變了人文主義學者們的思考與表達方式，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古典科學理論的主要著

作送上印刷機，潛移默化地引領着人們接受新事物、新觀念和新思想。
第四，印刷媒介成為向社會大眾普及英語的新興媒介，帶動了英語的規範化和標準化發展。 從

1535 年英國出版首部完整的英文《聖經》，到 1611 年國王詹姆斯欽定本英文《聖經》問世，“印刷本

的銷量巨大，在普通民眾中具有相當高的普及度。 同時，英語自身表達能力的增強帶動了民眾使用

頻率的不斷增加，逐漸成為英國人的共同體認同感的重要來源。”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湧現出一大

批傑出的人文主義學者，如傑弗利·喬叟、弗朗西斯·培根、約翰·彌爾頓、威廉·莎士比亞等。 他

們大多堅持用英語寫作，並大量借用了有關藝術、哲學、科學等領域中的希臘語、拉丁語、法語和意

大利語的詞匯。 印刷文本的規範化與標準化，催生了英國“書面語”的登堂入室。 特別是莎士比亞

在他的作品中，使用了 17,677 個英語詞匯，其中有 1,700 個詞匯是他創造出來的。 這些新的詞匯生

動準確，充滿魅力，極大豐富了英國的民族語言，助力文藝復興運動從局域走向廣域，為後世成為國

際化語言奠定了基礎。
（二）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

中世紀的歐洲，神權壓倒王權，教會掌控一切，人性和思想自由遭到扼殺，因此被意大利詩人彼

特拉克稱之為“黑暗時代”。 公元 1517～1546 年，德國的新教領袖馬丁·路德發動了一場宗教改革

運動。 他宣揚“唯信稱義”，批判羅馬教廷的“善行稱義”；提倡個性自由，反對禁慾主義；堅持平等

思想，反對天主教的教階制。 “路德的宗教改革學說中體現了自由、平等觀的個人主義，無疑是針

對中古教會對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抑制所提出的恢復人權、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的要求在宗教

領域中的反映”。這場運動席捲整個歐洲，使世俗權力擺脫了宗教的控制，給中世紀的歐洲帶來了

黑暗中的曙光，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多元化現代社會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在宗教改革期間，各派力量都在使用印刷媒介宣傳自己或攻擊對方，在波詭雲譎的博弈過程

中，印刷媒介的強大威力展示的淋漓盡致。 在當時教會勢力炙熱的環境下，翻譯、印製數量最多的

仍然是各種宗教書籍。 在馬丁·路德翻譯《聖經》之前，市面上已經出現 19 種的高地德語《聖經》，
而在戴塔普勒版本之前，譯成古代法語的插圖版《舊約》（或《舊約》直譯本）亦達 24 種。 在宗教改

革運動中，《聖經》的翻譯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中馬丁·路德的德譯本《聖經》最為經典，語言

通俗，詞匯精闢，用方言印行，讓德國尋常百姓能夠直接援引其中的章句，為自己的階級利益辯護，
因而被譽為“第一部民眾的《聖經》”。此後，路德又出版了德文的《聖經·新約》、《聖經全書》等印

刷書籍和小冊子，使《聖經》跌落神壇，變成一本人人可以閱讀並與上帝對話的福音書。 教會對《聖
經》和拉丁語的壟斷被印刷機摧毀了，取而代之的是用俗語印刷的《聖經》的廣闊市場。 以伊拉斯

謨為代表的一批人文主義學者，在研究《聖經》基礎上寫成的神學著作和掀起的人文主義思潮，為
歐洲的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礎。 所以，有了“伊拉斯謨下了蛋，路德孵出了小雞”的說法。

馬丁·路德不僅是宗教改革慷慨激昂的演說家，更是純熟利用印刷媒介進行鼓動的宣傳家。
象徵馬丁·路德對贖罪券制度展開猛烈抨擊的里程碑，與其說是他在講道中犀利的批判之詞，不如

說是他別出心裁將宣戰的海報貼在威登堡古斯丁教堂大門上的舉動。 1517 年 10 月 31 日萬聖節

前夜，馬丁·路德將寫給主教阿爾伯特的“馬丁·路德關於贖罪券力量與效用的抗辯”（後人習慣

稱之為《九十五條論綱》）的海報貼在威登堡古斯丁教堂大門上，以示抗議和歡迎辯論。 這個論綱

的主要內容，隨後被擇要印在傳單和小冊子上，15 天內迅速傳遍德國。 低廉成本、新鮮宣傳、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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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疊加效應，無疑使印刷媒介發揮了出色的群眾動員能力，迅速成為宗教改革時期最為醒目的

宣傳利器。 此後，牆壁上、教堂大門乃至於門廊上緣，都成為黏貼海報、公告、傳單的最佳地方。 有

趁着夜晚偷偷黏貼上去，批判彌撒禮或教宗的；有公開黏貼的教會通知，下令禁止路德著作、沒收

“淫邪之書”，借印刷媒介展開激烈辯詰。 正反雙方你來我往，控制與反控制，無所不用其極。
街頭文宣交鋒的背後，則是大量相關的書籍和小冊子粉墨登場，不少是匿名或者隱瞞印刷地。

宗教改革時期的小冊子，主要有三種文體：書信集、佈道集以及對話集。 其中以對話集模式，傳播宗

教改革思想的小冊子最為典型。 署名作者中不但有天主教忠實的捍衛者，也有反天主教的鬥士，既
有路德宗的代表人物，也有來自斯特拉斯堡的宗教改革團體，還有一些唯靈論者、再洗禮派分子、人
文主義者。在有署名的小冊子作者之中，著述最多的非馬丁·路德莫屬。 他的佈道詞《論贖罪與

寬宥》成為暢銷書，1518 ~ 1520 年間翻印就超過 29 次；《告日耳曼民族貴胄基督徒書》甫一問世即

售罄，兩年內出現 13 種印刷本。 據統計，書商在 1518 ~ 1525 年間售出的所有德文書冊，超過 1/3 是

路德的作品。 馬丁·路德的文風辛辣、幽默，嬉笑怒罵皆為妙語，讀者無不爭相拜讀其作品。 可以

說，印刷媒介成就了馬丁·路德，而他又利用這個宣傳武器，主導了公共輿論。 在他之後大眾傳播

領域面目一新，“政治運作方式因此改變，利用印刷這一‘公共的書信’（塔爾德語），觀點公開、思想

辯駁和贏得輿論支持成為主要趨向。”

（三）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

中世紀早期的歐洲，基督教教會幾乎控制了一切有組織的教育，學校校長由教會任命，教師大

多由牧師擔任。 托馬斯·阿奎納在《神學大全》中認為，當時知識的價值就在於能夠證明上帝的存

在。 隨着印刷帶動文本的大規模普及，印刷媒介成為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 因此，保羅·利文森認

為：“公共教育的出現，特別是在初等教育的水平上，與印刷機有着更為根本的聯繫。”

第一，教學方式的變革。 中世紀的教學方式，主要依靠教師的朗讀或口頭講授，對書本內容進

行逐句解釋，通過記憶傳播知識。 為使學生能逐字記下課堂筆記，教師則盡量放慢語速。 在各所大

學有“書記行會”或“書商”，他們屬於職員分支編制，同享若干優渥待遇。 書商除了複製文本，還得

將謄本內文或模板出租，供學生自行抄寫或花錢聘人抄寫參考。 印刷術的標準化、規模化生產，驟
然使書籍、課本的數量大幅度提升，學生們擁有了課本、參考書等學習的直接對象，從而為教學方式

變革提供了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講，印刷術解放了人的大腦，使學生完成了從知識記憶向知識創新

的跨越式發展。 學習方式從聽別人朗讀或口頭講授，轉向個人安靜的默讀和主動思考。 在文藝復

興思潮影響下，經院式的教學方式受到質疑，並逐漸“從中世紀的課程提綱轉向‘人文主義’的課

程；從基於辨證和亞里士多德的方式轉向更加強調修辭和伊拉斯謨的方式；由基於聆聽到基於閱

讀。 文學藝術課程的新發展要求學生不再僅是聆聽，而且還要讀和寫。

第二，教學內容的變革。 16 世紀前半葉，印刷業先是致力於出版拉丁文書籍，而後是希臘文書

籍和希伯來文著述。 拉丁文印刷書籍中增長最快的是那些基礎性的語法教科書，如維伊度《文法

教本》與多納圖《拉丁文詞類八講》最為重要。 《文法教本》是所有中世紀學童學習的必讀之書，流
傳至今的版本超過 300 種。 《八文士集》收錄了《伊索寓言》、《雙行訓》等學童教科書，成為各校廣

為採用的初級讀本。 文藝復興運動所倡導的人文主義思想，對於歐洲大學的變遷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 以大學課程設置為例，不少大學增加了自然科學、歷史和地理等新的學科，到文藝復興後期已

有近 20 個學科。 德國大學開設的人文主義學科課程分支，包括希臘文、希伯來文、詩歌、演講術、歷
史學和拉丁文學。 法國大學文學系開設了有關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哲學和倫理學、歐幾里德的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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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托勒密的天文學等課程。 英國牛津、劍橋等大學先後設立了一些自然科學課程，新增醫學、數
學、天文學和自然哲學（科學）教授席位。 課程設置、授課內容的顯著變化，新知識、新思想的迅速

傳播，印刷媒介無疑成為變革背後的原動力。
第三，教育思想的變革。 印刷媒介創造了“童年”概念，使其不僅具有生物意義，更具有社會意

義。 中世紀時期，由於沒有識字文化，沒有教育的觀念，沒有羞恥的觀念，所以“童年”並不存在。
印刷媒介的推廣表明，書寫文化成為了社會文化的主要形態，教育漸漸成為成年人職業道路上的一

個關鍵因素。 因此，“未成年人必須通過學習識字、進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變成成人。 為了達

到這個目的，他們必須接受教育。”至此，童年和成年兩個概念才從文化和文明的意義上誕生。
1632 年捷克教育學家誇美紐斯提出班級授課制，主張“自始至終，要按學生的年齡及其已有的知識

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導”。19 世紀德國教育學家赫爾巴托提出教學形式階段理論（清楚、聯合、系
統、方法四段教學法），標誌着班級授課制的成熟。 “學校中心”、“課堂中心”、“書本中心”，已經成

為印刷媒介時代文本教育模式的主要特徵。 正如芒福德所說：“平衡不久就會失去，剩下的只有印

刷的文字。 存在就意味着在印刷物中存在，學習就意味着學習書本，所以書本的權威被大大地拓展

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只是得到了更廣闊的空間，謬誤也同樣利用印刷而大行其道。 閱讀印刷

品和親身經歷之間的鴻溝已經變得越來越大。”

（四）科學革命的強大槓桿

李約瑟認為，近代科學是在 17 世紀歐洲興起的“科學革命”運動中誕生的。印刷術作為世界

“文明之母”，無疑是創造人類科學知識體系必要前提的強大槓桿。
第一，科學著作增多。 1536 年德國植物學家布倫費爾斯編撰的《活植物圖譜》 （三卷本）在斯

特拉斯堡問世，包含 260 幅精美植物插圖，標誌着現代植物分類學的開始。 1543 年哥白尼的《天體

運行論》在紐倫堡出版，被公認為近代歐洲科學技術的開端。 1543 年維薩里的《人體構造》 （七卷

本）在巴塞爾出版，其中的人體解剖圖為其親繪，由此奠定了他作為人體解剖學創始人的地位。
1544 年明斯特的《穹蒼寰宇志》在巴塞爾問世，概括地記載了當時歐洲所知的世界全貌。 大航海時

代的地理大發現，印刷術同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墨卡托地圖以及大批精確的印刷地圖取代了粗

製濫造的手繪地圖，不僅是中世紀後數學應用於航海實踐的範例，而且促成了天文、航海、生物、氣
象等新的科學結構體系的形成。 1595 年倫敦書商穆塞爾印製的一份英語書籍目錄，把收錄的 6,000

多本書名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分為神學、科學和人文科學三大類，其中印刷術帶來的圖文並茂的標

準文本，大大促進了植物學、天文學、醫學、動物學等學科的迅速發展。 1596 年開普勒的《宇宙的奧

秘》出版，提出著名的行星運動三定律，並從數學理論的角度證明和完善了哥白尼的“日心說”理
論。 1621 年再版時內容增加了一半，在腳註部分詳細記錄了在第一版出版之後的 25 年內他所作

的修正與改進。 1628 年威廉·哈維的《心血運動論》問世，提出了血液循環的概念，開闢了生理學

研究的新紀元。 1638 年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出版，推翻了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許多

臆斷，奠定了經典力學的基礎。 1661 年羅伯特·波伊耳的《懷疑派化學家》出版，他創建的“波義耳

定律”，撥開了煉金術的迷霧，為化學發展成為真正的科學奠定了基礎。 1687 年牛頓的《自然哲學

的數學原理》出版，該書總結了他一生中許多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其中對萬有引力和三大運動定

律進行的描述，奠定了此後三個世紀裡物理世界的科學觀點，為太陽中心說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

持，並推動了科學革命。
1780 年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全稱為《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手工藝分類字典》），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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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全部出版。 《法國信使報》讚為是“印刷術發明後最應稱道的大事”。 這部巨著

由 160 餘位作者撰稿，老中青三代人完成編輯出版，包括文字 21 卷、圖冊 12 卷、索引 2 卷，約 5,000 餘

萬字。 作為啟蒙時代的不朽豐碑，“《百科全書》更新的不僅是知識本身，更是組織知識的方式、認
識知識的方式。 尤為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更新，它給了知識進一步擺脫宗教和社會制度制約的可

能，並預示出知識日後的迅猛發展———知識將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前進最重要的力量。”

第二，科學期刊的興起。 一般認為，1665 年 1 月 5 日由法國議院參事戴·薩羅創辦於巴黎的

《學者雜誌》是世界上第一本學術通訊式的刊物，主要刊登技藝與科學領域的新發現和新見解，品
評學者們的新著作。 雖然這本期刊不久即被查封，但其創造的由科學家組成編委會協助編輯評審

稿件的做法，卻成為西方學術共同體繼承的傳統。 1665 年 3 月 6 日由英國皇家學會主辦的《哲學

彙刊》在英國倫敦出版，主要刊登英國皇家學會會員的科學實驗報告和科學家之間的學術交流，內
容主要包括生物學、物理學和天文學以及木星黑點、冰山考察等領域。 1752 年《哲學彙刊》的編輯

工作，開始由一個人負責變成了由多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負責，各學科的專家加入到編輯和評議人

群體，平衡了多學科領域在期刊上刊登文章的比例。

從 17 世紀下半葉起，科學期刊跳出綜合性的藩籬，逐漸向專業性邁進。 1671 年法國《醫學各

科新發現》、1778 年德國《化學雜誌》、1790 年德國《物理雜誌》、1807 年德國《礦物學雜誌》、1823 年

英國《機械學雜誌》和《柳葉刀》、1830 年《動物學雜誌》、1830 年《法國地質學會通報》相繼在歐洲

各國創刊。 隨着科學技術文獻的迅速增長，學術期刊品種與數量的急劇增多，文摘類期刊應運而

生。 1830 年，德國創辦了世界上第一種文摘刊物《化學文摘》，美國分別在 1884 年創刊了《工程索

引》，1898 年英國創辦了《科學文摘》。 “截至 18 世紀末，世界上共出版科學期刊 755 種，其中德國

401 種，法國 96 種，英國 50 種，荷蘭 43 種，瑞士 37 種，其他國家共 128 種。”據統計。 20 世紀 60

年代前西方國家出版文摘、索引和附有文摘的檢索期刊有 1,885 種，到 1984 年約 4,000 種。這些科

學期刊，在近現代科學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了一個更積極的角色，提供了學術成果的首發平台，堅持

了學術發表前的質量把關，增強了作者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推動了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
第三，科學的現代轉型。 16～ 17 世紀大學組織已經均勻分布於歐洲各個角落，近代早期的科

學家如哥白尼、伽利略、維薩留斯、培根、牛頓等都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系統訓練。 “大學又為他們未

來的生存提供了職位和穩定的薪水、圖書館、昂貴的實驗器材，通過大學的教學工作，為他們吸引到

了眾多青年學生，成為其新思想的繼承人。”從 17 世紀開始，近代自然學科逐步在歐洲的大學確

立和興起，使得科學已被當作唯一有價值的知識源泉。 伽利略在《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中，詳細

記載了物體下落速度和時間關係的實驗過程和結果：即物體下落速度與時間成正比，下落距離與時間

的平方成正比。伽利略創造的“實驗+數學”方法，被認為是科學“現代轉型”的標誌。 因此丹皮爾的

《科學史》指出，伽利略乃是現代科學的奠基人。 牛頓對物理學、數學、天文學和哲學等領域的研究和

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 17 世紀科學革命的領軍人物。 科學革命不僅導致科學研究範式轉換，而
且促使人們思維方式轉化，而印刷媒介恰恰在科學發明和啟蒙思想的進步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17 世紀到 18 世紀，歐洲各國相繼成立了一些新的學術機構和科學社團，如英國皇家學會

（1660）、法蘭西科學院（1666）、德國柏林學院（1700）、聖彼得堡科學院（1724）、瑞典皇家科學院

（1739）、愛丁堡皇家科學院（1783）、愛爾蘭皇家科學院（1785）等。 新的學術機構和科學社團的出

現順應了時代的需要，為科學家們的學術活動和思想交流提供了嶄新的平台。 1810 年德國柏林洪

堡大學創立，倡導“研究教學合一”精神，這一行動“導致了獨一無二的學術革命”。此後洪堡的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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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念傳遞至歐美各地，也成為許多大學仿效的對象。 伴隨着科學研究在大學裡的體制化、制度

化，不僅科學家本人需要發明的專利和榮譽，科學家所在的學術機構也將學術發表視為其存在價值

的證明。 一篇經過嚴格評審的期刊論文，“它的首要功能是作為一種知識聲明，宣布它已經得到了

科學家同行的評議和承認”。學者們自願結成以專業為基礎的學術團體，自主創辦同人性質的專

業刊物，自行召集學術會議和舉辦學術評獎。 這種由團體、刊物和會議所構成的組合性學術共同

體，不啻是一個開放的學術討論和批評的空間。 印刷媒介用手冊、書籍、報告、期刊、報紙等紙質形

式，以交流、發表、評價和傳播為標誌，塑造了近代以來的主要學術生產方式，通過與科學“場域”之
外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複雜互動來改變人類世界的表面和深層結構。

五、結語

中國是印刷術的發明者，印刷文化的歷史源遠流長。 雕版印刷“肇自隋時”，距今已有 1,400 多

年的歷史。 宋仁宗慶曆年間，畢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成為後世採用和改進活字印刷術的源

頭。 西夏使用活字時間大約在 12 世紀中葉至 13 世紀初，從地域上由中原地區向西推進了約 2,000

多公里。 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回鶻文木活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顯區別。 這種

“中介類型”的活字，是當今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實物，所處時代大約推定在 12 世紀末到 13

世紀上半葉，把元代農學家王禎發明木活字印刷術的時間提前一個多世紀，從而使我們似乎找到了

宋代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在向西方傳播中缺失的一環。 此後，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雖然代有

改進，但絕大多數書籍仍在使用落後的雕版印刷術。 究其根源在於，漢字形態難度遞增，手工作坊

技術缺陷，精英文化曲高和寡，經濟基礎落後制約。
古登堡是活字印刷術的革新家和集大成者，其發明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找到了鑄造活字

的合金材料，二是發明了手鑄工具，三是改進了印刷油墨，四是發明了機械印刷機。 把所有這些技

術納入一個統一、完整、可以連續工作的印刷生產系統，不僅發掘了以機械為基礎設計分工流程的

潛力，而且預示着將機器（壓床）用於工業化複製生產的趨勢。 所以，才有了“西方機械文化的一切

方面都是由印刷術塑造的……印刷術產生了第一種整齊劃一的、可重複生產的商品。 同樣，它也造

就了福特牌汽車、第一條裝配線和第一次大批量生產的商品。 活字印刷是一切後繼的工業開發的

原型和範型。 沒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機，現代工業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的說法

媒介發展的關鍵，在於技術邏輯的演變。 “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在歐洲傳播、改進、發展的歷程

中，確立了一種“新的尺度”，改變了手抄本時代信息的交流方式，重塑了人與物的關係和人與人的

關係。 印刷媒介建構了信息或知識載體的多元化、分工的專業化、印刷的標準化、知識產權化和傳

播大眾化，某種程度上促進了近代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範化。 印刷媒介在不斷變化與進步中，成
為文藝復興的新興媒介、宗教改革的宣傳武器、教育變革的重要推手、科學革命的強大槓桿，使各個

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造就了一個印刷文明，具有了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
跨入 19 世紀，印刷媒介成為真正的“大眾傳播媒介”。 不過，伴隨着傳播技術的偉大進步，書

籍的質量降低、廣告泛濫，商業大廈對建築藝術的取代，簡化的拼寫和語義，印刷媒介被人為操縱進

而隱藏真相，都顯示了印刷術的局限性和危機感，加重人們彼此理解的焦慮和恐慌。 20 世紀中葉

以來，“因為新的電子時代的各種事件所構成的‘星漢’已經深深地滲入‘谷登堡星漢’之中。 即使

沒有碰撞，這種意識形態和技術的並存也會讓每個生活於現代的人感到創痛和緊張。 我們最平凡

和傳統的態度似乎突然之間扭曲得可怕而古怪。 我們所熟悉的體制和聯繫似乎偶爾變得險惡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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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印刷媒介的喪鐘是否已經敲響，難道這會成為其放射出的最後一道燦爛落日餘暉？ “當發

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識的媒介發生了改變”，知識（其生產及其形態）也必定發生改變。所以，麥克

盧漢在《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中提出重構“星漢”。 如何“重構”？ 印刷媒介的數字

化生存，只能在數字世界演繹。 究竟有多麽脆弱，或者換一個說法，究竟有多麽頑強？ 我們邊走邊

看，不忙著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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